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减排的影响机制分析
——以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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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地评估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效应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意义重大，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05－2018年中国各区域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及绿色能源效率等指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效应，同时还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建筑业节能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对建筑业有显著的节能效应，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不显著；低碳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正向显著作用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发展水平高、建筑产业占比高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高的地区。基于研究发现，提出应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其他城市、利用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地区人才和资源共享、环境规制应根据试点地区不同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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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Low-Carbon Pilot Policies and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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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in China. The low-carbon pilot policy (LCP) and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policy (CTP) are important policy tools for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model, based on indicators of carbon emission (CE) and green energy efficiency (GEE)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05 to 2018.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ergy conservation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conducts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 energy conservation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LC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GEE in neighboring areas.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GE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areas with high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igh propor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o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pilot areas to promote similar initiatives in other cities; leverag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pilot policies to facilitate tal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in surrounding areas; and develop differentiated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ilo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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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21世纪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这引起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注，尤其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中国。2020年9月，中国首次突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探索低碳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旨在实现节能减排的政策，例如低碳试点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高碳产业中常被忽略的一员，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传统建筑行业横跨钢铁、水泥、煤电等多个高碳产业，造成了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2020年全国建筑全过程（含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运行）能耗总量为22.7亿吨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45.5%[1]。因此，想要实现中国的“双碳”目标，建筑业的努力至关重要。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低碳城市建设旨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赢，而非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护环境[2]。对于建筑行业来说，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提升绿色能源效率，是建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抓手。那么，环境规制是否能提升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减少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以实现建筑业的节能减排？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减排效应是否会因试点地区的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而存在差异，产生差异的背后机制是什么？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和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使用空间双重差分（SDID）模型具体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从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分析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异质性，通过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深入对比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节能减排方面的影响及效应。
1 文献综述
2014－2024年间，发达国家已经对低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Gehrsitz[3]、Rahman等[4]。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问题的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低碳计划问题，尤其是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国。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并引入了一些节能减排的环境监管工具，如政府主导的低碳试点政策和基于市场激励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排放交易政策。科学评估环境规制可以为中国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参考，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环境污染控制政策提供可靠和实用的参考。
首先，从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来说，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涉及工业、制造业、农业、电力业以及商贸流通业等诸多领域。在工业领域，低碳试点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中国工业碳排放效率[5]，促进工业企业低碳能源效率[6]；在电力行业领域，这两个政策分别显著抑制火电上市企业绿色能源效率[7]，促进电力部门的碳减排[8]；在农业领域，两个环境政策能够抑制农业技术创新[9]，并提高农业企业的能源效率[10]；在制造业领域，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推动了制造业技术路径的转化[11]。然而，目前很少有学者研究这两个政策对建筑业的影响，且也少有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进行对比研究，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因此，本文从中国建筑业全生命周期视角，具体对比分析两个环境政策对建筑行业的净效应。
其次，从两项环境政策的评估方法来看，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政策评估方法主要有合成控制法与DID法两种。一些学者通过使用合成控制法来评估环境政策的效应，如陆贤伟[12]、董梅等[13]。然而，由于合成控制法所选取的样本量较少，因此更适用于案例分析。相比之下，DID模型能够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此更多学者偏向于基于DID模型探究政策的效应。现有基于DID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可以显著降低碳排放量[14]，并促进绿色经济发展[15-16]。同时，还有部分学者对普通DID模型进行扩展补充，例如逯进等[17]、王慧英等[18]分别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和碳排放的影响。并且，一些学者还将STIRPAT模型与DID模型相结合来进行控制变量的选取，如张祎[19]的研究。此外，由于产业分布的空间集聚效应，试点地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在空间上对邻近地区产生影响，忽略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会导致政策效果评价存在偏差[20]。在现有研究中，少有文献考虑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在STIRPAT模型与DID模型结合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权重矩阵，建立S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试点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最后，从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指标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与碳排放相关的指标体系来评估环境规制实施的效果，如全要素碳生产率（如郭卫香等[21]的研究）、碳排放强度（如周迪等[22]的研究）与碳排放效率（如郭沛等[23]的研究）。Nibedita等[24]相关研究表明，提高能源效率是发展中国家在双碳背景下实现节能目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学者仅使用单一的减排指标或单投入但产出的节能指标来评估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少有学者综合评价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双重目标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作为减排效应的评估指标，将多投入多产出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作为节能效应的评估指标，全面考虑建筑业全生命周期多阶段的碳排放和能源使用效率，兼顾建筑业的低碳目标与产业发展，更全面地评估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在节能与减排两个维度的影响。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3类：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通过行政命令监管企业的排放行为以提升环境质量；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市场化机制，向排放企业提供经济和减排激励，以此来减少污染；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是通过公众参与和披露环境信息等方式来推动环境保护和责任落实,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分别归属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25]。
低碳试点政策作为政府治理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和减少高碳产业比重，实现高污染、高能耗领域的低碳化发展。对建筑业来说，低碳试点政策可以调整企业的成本和效益。当创新收益大于污染成本时，企业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以提高能源效率，即实现其节能效应。地方政府通过设定可量化的减排目标和实施环境治理来改善环境质量[26]，例如对建筑行业进行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环境投资等治理手段来降低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即实现其减排效应。和低碳试点政策不同，碳排放交易政策是一种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将环境污染的外部负面效应带入企业内部成本，被覆盖企业需要调整以往的生产行为和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碳排放的减少以及能源效率的增加。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低碳试点政策的有效推行有利于提升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假设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有效推行有利于提升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假设3：低碳试点政策的有效推行会显著抑制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假设4：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有效推行会显著抑制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主体，追求地方区域利益最大化地方是政府的行动目标[27]。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会受到周边政府行为决策的影响，产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互动行为[28]。因此，环境规制的实施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信号，如能源转型（如Ellis等[29]的研究）和低碳发展（如Zhang等[30]的研究）。接收到信号后，试点地区的建筑材料生产企业产量会下降，成本增加，从而扩大对邻近地区建筑材料的消费，促进邻近地区建筑材料生产企业发展，产生规模效益，进一步提升邻近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即政策对建筑业节能效应具有空间溢出性。而由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均匀分布，环境治理政策存在“以邻为壑”的现象，政策的实施对周边邻近地区产生负面影响[31]。特别是在类似建筑业的高排放行业，当试点地区的碳交易成本较高，企业可能会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将减排目标转移到其他地区，进一步增加周边地区的减排压力，即政策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具有空间溢出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周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有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2a：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周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有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3a：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周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有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4a：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周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有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中国各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和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减排效应的实施效果产生较大差别。在建筑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建筑体系和技术基础完善，有利于开发或引进更先进的低碳材料、设备和技术，减少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并提高能效。在建筑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建筑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大，政府更注重建筑业的低碳发展，针对建筑业出台更多绿色发展方案，这些低碳措施能够减少建筑业碳排放及提高建筑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在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量高的地区，试点地区会发布更严格的绿色标准，减少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增加其绿色能源效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低碳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会因试点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假设2b：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会因试点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不同而产生差异；
假设3b：低碳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影响效果会因试点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不同而产生差异；
假设4b：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影响效果会因试点地区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不同而产生差异。

3 研究模型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模型
3.1.1 STIRPAT模型
Dietz等[32]基于IPAT模型创建出了STIRPAT模型框架——将指数引入IPAT模型。使用STIRPAT模型对可能改变环境影响人类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模型的准确性。从此之后，STIRPAT模型被广泛用于评价影响环境因素的研究中去。STIRPAT模型构建为：
                  （1）
式（1）中，a是常数，b、c、d分别为其对应变量的模型系数；I代表环境影响；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富裕程度；T代表技术进步；ɛ为误差项；i代表省截面单位（i=1,2,3,…30）；t为年份（t=2005,2006,…2018）。在本研究中，将各控制变量纳入STIRPAT模型，并建立一个扩展的STIRPAT模型。改进的STIRPAT模型如式（2）所示：
    （2）
式（2）中，a是常数，b，c，d，e，f，g为其对应变量的模型系数；I代表环境影响，本文参考张铮燕[33]以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CE）和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GEE）作为评价环境影响的2个指标【自己参考自己有说服力？】；P代表人口规模，本文参考周迪等[22]研究以总人口作为评价人口规模的指标；A代表富裕程度，本文参考郭沛等[23]研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人均GDP”）作为评价富裕程度的指标；EI为建筑业能源强度；IS为产业结构；CS为能源消费结构以及UR为城市化率，其余参数如式（1）所示。
3.1.2 DID模型
DID模型经常被用于在政策评估方面，用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使用DID模型评估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节能减排效应。本文将政策试点省份作为实验组，其余省份作为控制组，从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与碳排放的视角分别探究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具体DID模型如下：
                        （3）

式（3）中，Y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与碳排放；did代表虚拟变量，当第i个省份在第t年开始实施政策时，did=1，反之，did=0；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代表控制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的相关因素；τ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控制所有不随省份变化的时间相关因素；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是截距项，β1是区分实验组试点区域与控制组非试点区域之间差异，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若β1为正，则说明政策可以促进建筑业绿色能源效率。
由于能源效率除了受到时间、地区、政策3个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人口规模、财富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本文中，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选取合适的控制变量，参考田超等[7]、Hua等[11]、Du等[21]、周迪等[23]、郭沛等[24]研究【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将总人口、人均GDP、建筑业能源强度、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城市化率代入以DID模型为基础的回归模型中，使模型的控制变量选取有据可依。【下文有专门介绍，建议此处删除】
3.1.3 SDID模型
在识别环境规制与建筑业节能减排效应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是否还发挥了示范作用，即试点政策能否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考察，通过参考Belotti等[34]的做法，在式（3）的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空间扩展形式，以此来进一步分析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SDID模型如下：
（4）
式（4）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基本邻接矩阵，参数α3是因变量的空间系数，用来衡量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α4对应的是政策溢出效应；α5是对应的是控制变量的空间系数。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2.1 数据来源与设定
由于行业维度缺乏城市层面的基础数据，因此本文选取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西藏）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由于西藏地区缺失数据较多，因此本文数据中暂不包含该地区。首先将10个低碳试点省份看作第一组实验组，其中包括第一批试点的辽宁、广东、陕西、湖北、云南、天津和重庆和第二批试点的北京、上海以及海南。其中第一批政策起始时期设定为2010年，由于第二批政策发布在2012年11月，同时，考虑到第二批低碳城市的试点政策存在政策效应滞后性，本文将第二批政策发布的起始时期设定为2013年。剩余的20个省区（山东、河南、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广西、四川、贵州、黑龙江、吉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被看作第一组控制组。其次，将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6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第二组实验组，政策发布的起始时期起始时间为2013年，同时将剩余的24个省份看作第二组的控制组。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18年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3.2.2 变量说明
本文对所有非虚拟变量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缺失值统一采用插值法补齐。
（1）被解释变量。
1）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ln CE）：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CE）是建材生产、建材运输、建造、运行、拆除和垃圾处理阶段6个阶段的碳排放总和[35]。每个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IPCC推荐的方法进行计算：
        Emission=                                  （5）
式（5）中，AD表示活动数据，EF表示排放因子，即单位活动排放量。m表示AD和EF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定义。在材料生产阶段，AD为某一材料的数量，EF为该材料生产时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在建材运输阶段和垃圾处理阶段，AD为运输的数量乘以运输距离，EF为某一特定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在建筑施工、运营、拆除3个阶段中，AD为各个阶段各种活动所消耗的能量，EF为某一特定能源（如煤、油、气）的排放因子。
2）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ln GEE）：本文以建材消耗量、建筑业能源消耗量、建筑业从业人员、自有施工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建筑业总资产为投入指标，建筑业总产值和竣工面积为期望产出指标，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指标[33]，选取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 Efficiency-SBM模型来计算中国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35]。
（2）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各省份是否实施低碳试点政策（LCP）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CTP）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分组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当年实施该政策的省份取值为1，未实施的取值为0。其中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为2010和2013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为2013年。
（3）控制变量。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参考田超等[6]、Hua等[10]、Du等[20]、周迪等[22]、郭沛等[23]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总人口（ln P），采用各省份年末总人口来表示；2）人均GDP（ln A），以2005为基期的人均GDP平减指数来表示；3）能源强度（ln EI），采用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来表示；4）产业结构（ln IS），采用建筑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5）能源消费结构（ln CS），采用地区每年原煤与热电能源消费与总能源消费之比来表示；6）城市化率（ln UR），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表示。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指标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EE
	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0.407
	0.160
	0.208
	0.734

	ln CE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4.964
	1.000
	2.305
	6.881

	LCP
	低碳试点政策
	0.193
	0.395
	0
	1.000

	CTP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
	0.086
	0.280
	0
	1.000

	ln P
	总人口
	8.176
	0.745
	6.323
	9.280

	ln A
	人均GDP
	0.811
	0.076
	0.693
	0.997

	ln EI
	能源强度
	0.172
	0.115
	0.373
	0.671

	ln IS
	产业结构
	0.199
	1.353
	0.069
	0.419

	ln CS
	能源消费结构
	0.417
	0.150
	0.081
	0.640

	ln UR
	城市化率
	0.423
	0.087
	0.259
	0.634


2005－2018年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别如图1、图2所示。从图1 (a)、图2 (a)中可以看出，在试点政策实施1年之后，实验组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整体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并且上升趋势比控制组更明显。同时，从图1 (b)、图2 (b)中可以看出，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趋势大致相同，但在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增长速度趋于平缓。因此，环境规制的节能与减排效应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image: ][image: ](a)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趋势                                      (b)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趋势
图1  2005－2018年低碳试点政策前后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变化
[image: ][image: ](a) 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趋势                                     (b)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趋势
图2  2005－2018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前后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变化


4 实证分析
4.1 平行趋势检验
判断DID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受到政策冲击前要保持基本一致的演进趋势。本文参考张华[36]相关文献的做法，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时使用事件分析法。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6）


式（6）中，是一组虚拟变量，若省份i在第t年实施了环境政策，则取值为1，反之为0。其余各变量的符号含义与式（3）中的符号含义相同。本文应重点关注系数，其反映了环境政策实施的第t年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发展趋势是否具有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其中（a）、（b）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平行趋势检验图，（c）、（d）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平行趋势检验图。从图3（a）~（d）中可以看出，虚拟变量的系数在0值附近波动，满足平行趋势检验。然而，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否有效影响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与碳排放，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验证。
[image: ][image: ]              (a)低碳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b)低碳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image: ][image: ](c)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d)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图3  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平行趋势检验

【图3：横纵坐标标目不清次，看不清楚，请提供清晰的图替换以上图】


4.2 基准回归
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分别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证明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效应，该结论验证了假设1、假设2。根据估计结果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使得试点省份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分别提高了4.70%、12.80%。并且与低碳试点政策相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产生的正向效应更大，这与Stavins等[37]的观点相同。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ln GEE
	ln CE
	ln GEE
	ln CE

	LCP
	0.047**
（0.023）
	−0.055
（0.050）
	
	

	CTP
	
	
	0.128***
（0.030）
	−0.022
（0.067）

	ln P
	0.723***
（0.155）
	−0.563*
（0.340）
	0.584***
（0.156）
	−0.611*
（0.349）

	ln A
	0.134
（0.192）
	1.922***
（0.421）
	0.182
（0.189）
	1.919***
（0.423）

	ln EI
	0.024
（0.112）
	0.166
（0.245）
	0.045
（0.110）
	0.157
（0.245）

	ln IS
	1.230***
（0.230）
	3.398***
（0.505）
	1.089***
（0.229）
	3.387***
（0.512）

	ln CS
	−0.082
（0.076）
	0.002
（0.166）
	−0.073
（0.074）
	0.013
（0.166）

	ln UR
	−1.274**
（0.518）
	−0.101
（1.133）
	−0.818
（0.522）
	−0.011
（1.16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420
	420
	420
	420

	R2
	0.279 8
	0.828 7
	0.306 1
	0.828 2


注：1）*、**、*** 分别代表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2）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2005－2018年中国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不同阶段分布情况如图4所示。由图4可知，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主要来自建材生产阶段、建造阶段和建筑运行阶段，因此只要提高这3个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能源效率。低碳试点政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规制，其作用范围覆盖了建材生产阶段、建造阶段和建筑运行阶段，有效提升了试点地区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首先，试点地区引入了更为严格的节能标准和要求，对不符合标准的企业进行清退，例如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中所显示，北京“十三五”时期退出企业主要集中在建材、化工、家具制造等行业规模以上企业247家[38]，这将迫使建材制造商不断提升生产工艺降低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提高了建材生产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其次，试点地区引导施工企业采用更先进环保的施工方法和设备，如模块化建筑、预制构件等，减少了施工现场的碳排放强度，提高了建造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例如广东省深圳市发布《南山区政府投资类建设项目落实碳排放全过程管理实施指引》，指导项目采用近零碳建筑技术进行全寿命周期规划、建设及运行。最后，试点地区通过设置多样化的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有效提升了建筑运行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如广东省广州市印发《绿色生活创建工作方案》，开展了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出行、绿色商场、绿色建筑等7个重点领域的创建行动并印发专项行动方案。
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属于市场导向的环境规制，其作用范围基本覆盖了各试点的建材行业和电力行业，主要通过引入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建材生产阶段和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提高了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能源效率。首先，为了遵守碳排放配额，建筑材料生产商可能会研发新的低碳或无碳生产技术，例如使用替代原材料或碳捕获技术，以减少碳排放强度，进而增加了建材生产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其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碳价削减了高碳发电的经济性，使低碳发电更具有竞争力，鼓励从高碳发电向低碳发电转变。同时提高了以高碳燃料为基础的电力价格，在市场电交易中削弱煤电竞争力，促使可再生电的消费量提升。这都有利于提高使用者的能源意识，鼓励他们采取节能措施，减少建筑在运行阶段对传统高碳电力能源的依赖，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降低运营阶段的碳排放强度，提高运行阶段的绿色能源效率。例如，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进展评估报告》中所显示，上海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连续8年实现企业履约清缴率100%，广东深圳截至2021年碳交易履约率达100%，纳入管控的制造业企业增加值增长62%、碳排放强度下降40%[38]。但从表2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两个政策对其影响的回归系数虽然均为负，但不显著，该结论证明假设3、假设4不成立，即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不显著，这与Liu等[39]的结论一致，该结论也与中国降低碳强度而不是绝对减排的承诺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在减排方面的重点仍然是优化经济结构和推广清洁能源，以实现碳强度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绝对的减排量。另一方面，2005－2018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情况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当前建筑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在上升中趋于平缓，环境规制的实施虽然对减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行业的整体增长，短期效果可能并不明显，在未来可能会随着建筑业发展逐渐趋于平稳，能源效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慢慢体现出其减排潜力。

[image: ]
图4  2005－2018年中国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不同阶段分布情况

图5  2005－2018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情况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合理性，避免回归结果出现误差，本文进一步采用如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4.3.1 PSM-DID模型
由于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非随机实验，可能使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PSM-DID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两个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估计系数在10%和1%显著为正，再次印证了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干预具有相应地促进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能力，同时两个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影响均不显著，更加证明了中国不是简单的追求减排数字。

表3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ln GEE
	ln CE
	ln GEE
	ln CE

	LCP
	0.045*
（0.026）
	−0.070
（0.059）
	
	

	CTP
	
	
	0.127***
（0.031）
	−0.012
（0.0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420
	420
	420
	420

	R2
	0.272 6
	0.822 2
	0.299 6
	0.821 5














4.3.2 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是为了克服偶然性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确定是否有未考虑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本文采用随机模拟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设定一个真实政策效应为0的安慰剂检验，若模拟出的政策效应估计值也为0，则可以拒绝存在不可观察特征影响的原假设。对此采用了500次随机模拟，模拟结果如图6所示，其中（a）（b）为低碳试点政策的安慰剂检验图，（c）（d）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安慰剂检验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概率密度分布在0左右，接近正态分布。因此，基准回归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说明基准模型设置中没有遗漏严重变量，基准估计结果稳健可靠，不受时间序列和试点选择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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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a)低碳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b)低碳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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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碳排放权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d)碳排放权试点政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图6  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安慰剂检验








4.3.3 剔除极端值影响
在基准回归中，可能会有极端值存在影响最终的结论。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结果表4所示。根据表4所示，可以看出两个政策在进行缩尾处理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剔除极端值影响
	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ln GEE
	ln CE
	ln GEE
	ln CE

	LCP
	0.047**
（0.023）
	−0.055
（0.050）
	
	

	CTP
	
	
	0.128***
（0.030）
	−0.022
（0.0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420
	420
	420
	420

	R2
	0.279 8
	0.828 7
	0.306 1
	0.828 2




4.4 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不显著，因此仅对节能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上述实证结果虽然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效应，但未考虑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参考郭伟等[40]的做法，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选择。首先，利用LM检验来确定观测单元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其次，利用Wald检验和LR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是否会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SAR模型）。空间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LM、LR和Wald检验均通过了5%的检验，拒绝了简化SDM模型的原假设，即SDM模型不能简化成SEM模型或者SAR模型，说明SDM模型比SAR模型或SEM模型更适合本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SDM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表5 空间模型选择检验结果
	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LM检验（SEM模型）
	8.458**
	6.119**

	LM检验（SAR模型）
	8.616***
	6.349***

	LR检验（SEM模型）
	47.65***
	40.18***

	LR检验（SAR模型）
	46.14***
	39.33***

	Wald检验（SEM模型）
	22.39***
	17.59**

	Wald检验（SAR模型）
	20.64***
	16.37**



文章采用双固定SDM-DID模型对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表中的列（1）和列（2）分别为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估计。在列（1）中，低碳试点政策的直接效应结果显著为正，反映了低碳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间接效应是衡量解释变量对邻近区域对局部区域的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说明试点政策实施会对邻近省份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a。但在列（2）中，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效应虽然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没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相较于市场导向的环境规制来说，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具有更好的示范和警示作用，这种示范和警示所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抵消了建筑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41]；二是当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监管力度较强时，积极应对污染企业战略的建筑企业将受益更多，在监管力度较强的地区会形成聚集趋势，而消极应对的污染企业则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进而产生负虹吸效应。

表6 SDM-DID空间估计结果
	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直接效应
	0.067*
（0.040）
	0.144***
（0.046）

	间接效应
	0.177**
（0.074）
	−0.039
（0.057）

	总效应
	0.244***
（0.060）
	0.105
（0.069）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控制效应
	是
	是

	城市控制效应
	是
	是

	样本量/个
	420
	420

	R2
	0.107 6
	0.115 5



4.5 异质性分析
由于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减排效应不显著，因此仅对节能效应的异质性进行分析。本文从建筑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3个维度进一步研究两个试点政策对不同特色地区建筑业的节能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

4.5.1 建筑业发展水平
本文采用建筑业总产值衡量建筑业发展水平，根据各省份在政策实施前建筑业总产值平均值的排序，将样本分为发达地区（中位数以上）和不发达地区（中位数以下）。两个政策对建筑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不论是低碳试点政策还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发达地区的核心系数均在1%上显著为正，而不发达地区仅有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10%以上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发达地区的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1b、假设2b。与建筑业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相比，建筑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较高，有更完善的建筑体系和技术基础，更加注重建筑业绿色建设，例如建筑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深圳实行分批推进近零碳排放区试点的建设，并指导项目采用近零碳建筑技术进行全寿命周期规划、建设及运行，这些措施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7 建筑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 GEE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
	不发达地区

	LCP
	0.109***
（0.024）
	−0.040
（0.044）
	
	

	CTP
	
	
	0.133***
（0.029）
	0.111*
（0.06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210
	210
	210
	210

	R2
	0.516 4
	0.228 0
	0.514 2
	0.239 2



4.5.2 建筑产业占比
本文采用建筑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示建筑产业占比，根据各省份在政策实施前建筑产业占比平均值的排序，将样本分为建筑产业占比高（中位数以上）和建筑产业占比低（中位数以下）的两类地区。两个政策对建筑产业占比高和建筑产业占比低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产业占比高的地区的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在建筑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建筑业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地区低碳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地区政府对建筑业的低碳发展也更为重视，例如建筑产业占比高的重庆，在《重庆市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中，列出了重庆市“十三五”期间控制城乡建设领域排放指标，其2020年的完成情况均超出了目标值，对建筑领域的重视有利于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42]。
[bookmark: _GoBack]
表8 建筑产业结构水平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 GEE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建筑产业占比高
	建筑产业占比低
	建筑产业占比高
	建筑产业占比低

	LCP
	0.150***
（0.026）
	−0.121***
（0.045）
	
	

	CTP
	
	
	0.137***
（0.037）
	0.051
（0.0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210
	210
	210
	210

	R2
	0.514 0
	0.231 3
	0.439 7
	0.184 7





4.5.3 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
本文对各省份在政策实施前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平均值进行排序，将样本分为碳排放高（中位数以上）和碳排放低（中位数以下）的两类地区。两个政策对碳排放高和碳排放低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两个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高的地区的绿色能源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在碳排放量高的地区更多地把降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例如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较高的湖北武汉积极开展了超低能耗（近零碳）建筑试点、示范工程；广东深圳建成全球最大的“光储直柔”近零碳排放园区，并成功打造全球首个稳定运行的“光储直柔”示范工程的中国建筑绿色产业园区，这些尝试都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9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 GEE

	
	（1）核心解释变量为LCP
	（2）核心解释变量为CTP

	
	碳排放量高
	碳排放量低
	碳排放量高
	碳排放量低

	LCP
	0.097***
（0.029）
	0.005
（0.041）
	
	

	CTP
	
	
	0.124***
（0.030）
	0.114*
（0.0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210
	210
	210
	210

	R2
	0.498 9
	0.208 6
	0.539 3
	0.235 0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下，各国政府提出了许多环境规制，本文具体研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与减排效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评价了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节能减排的影响，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本文从节能与减排两个维度综合评估了环境规制对建筑行业的影响，对扩展环境规制的研究和评估指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2）本文对比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选择更合适建筑业的环境规制，实现建筑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目标；（3）本文将STIRPAT模型与DID模型结合，同时建立SDID模型探究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政策效应评估提供新的研究方法；（4）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异质性，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内容，为环境规制在建筑行业的评估提供量化科学依据。
本研究以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以低碳试点政策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采用DID模型具体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效应与减排效应，继而基于SDID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产业占比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3个维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效应的异质性。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得知，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均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的节能效应，但两个政策均不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同时与低碳试点政策相比，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效果产生的正向效应更大；（2）通过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得知低碳试点政策的效果不仅局限于试点地区，并向周边地区辐射，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邻近地区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并没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3）通过环境规制对建筑业节能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可以得出，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均对建筑业发展水平高、建筑产业占比高以及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高的地区的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下列相关政策建议：第一，低碳试点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试点地区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提升，政府应将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技术融入可复制的案例中，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尚未试点的城市。同时政府可采取措施减少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调整建筑业能源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指数，进一步提高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第二，低碳试点政策的有效实施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试点周边地区需要发挥低碳试点政策的引领作用，大力推动城市之间人才和资源的流动与共享，加强区域间的联系，建筑业推动试点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没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化城际互联结构，形成区域间绿色协同发展的局面，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的提高。第三，环境规制应根据试点地区不同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首先，在建筑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设施建设，因此政府应鼓励建筑业企业采用更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更先进的绿色施工技术，以此来进一步提高其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其次，在建筑产业占比高的地区，建筑业在地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地区的GDP贡献较大，政府应充分重视建筑业的绿色发展，大力支持建筑业采取措施实现低碳转型，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满足能源需求、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及投资绿色建筑和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创新等，进而增加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最后，在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应继续将降碳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政策制定者应该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审视碳排放，识别和管理碳排放的潜在来源，以增加建筑业全生命周期绿色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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